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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分流、佈體──
「抒情文學史」的反思與「完境文學史」的
構想 
顏崑陽∗ 
 
 摘  要 
二十世紀七０年代，旅美漢學家陳世驤提出中國文學
「抒情傳統」之說，對台灣及美國學界關於中國文學之特
質與歷史的論述，影響非常深遠；而約略同一時期，在大
陸學界，被教條化的馬克斯主義，也成為中國文學史書寫
的意識形態框架。這兩者都不免片面地簡化中國古代文學
多元因素的結構與錯綜變遷的歷程；故本文在反思、批判
這類論述之後，另外提出「完境文學史」的理論性構想，
開展一種創造性的詮釋視域，期能更切實地重構中國古代
文學史。 
這一理論性的構想，其基本假定是：文學家乃處於「三
重性」的歷史存在與社會存在之情境中生產其文本。第一
重是在「地域民族」限定下的存在情境；第二重是在「社
會階層」限定下的存在情境；第三重則是在「文學社群」
限定下的存在情境；而這三重空間性限定的存在情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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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受到時間性之「文化傳統」的限定。前二重存在情境，
我們稱之為「社會文化存在情境」；後一重存在情境，我
們稱之為「文學存在情境」。而不管哪一重存在情境，都
是由各種觀念性及經驗性之主客因素，經緯混融、交涉、
衍變而構成的整體性情境。對於一個文學家而言，這三重
存在情境必然形成靜態結構性的叠合、混融與動態歷程性
的交涉、衍變，而最終以符號形式的「文本」表現為可被
理解、詮釋的「文學存在情境」。而從「社會文化存在情
境」轉化為「文學存在情境」，並表現成符號形式的文本，
其關鍵性因素即是「文學心靈」。 
「完境文學史」的建構，就是以這一理論為基礎。其
實踐操作必須兼顧文學家及其所生產之文本的三重存在
情境，並有效詮釋他們如何從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
分流、佈體的結構與歷程。 
關鍵詞：抒情傳統、抒情文學史、完境文學史、歷史性、
社會性、存在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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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論 
一九七０年間，旅美漢學家陳世驤提出中國文學「抒情傳統」
的論述。他的主要觀點：中國文學的特質就在於「抒情」。這個
特質普遍涵蓋詩歌、散文、小說、戲曲各種文類，並形成貫穿中
國文學歷史的精神傳統，故稱為「抒情傳統」；它正好與西方文
學之以希臘史詩、戲劇為主的「敘事傳統」形成對比。這一觀點
見於他的幾篇論文：〈中國的抒情傳統〉、〈中國詩字之原始觀念
試論〉、〈原興：兼論中國文學特質〉等。其中，有些論述原以英
文書寫，在一九七０年間，被翻譯為中文，結集成《陳世驤文存》；
1而對台灣、美國以及其他幾個華文地區的中國文學研究，造成
深遠的影響。因此，接續的論述頗多：在台灣的柯慶明、蔡英俊、
呂正惠、張淑香、龔鵬程、鄭毓瑜、廖棟樑等；在美國的高友工、
孫康宜、林順夫、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浦安迪（Andrew 
Plakes）等；甚至新加坡的蕭馳、香港的陳國球等。名家輩出，
儼然建構了一個「論述譜系」，形成一種「詮釋典範」。2 
                                                      
1 《陳世驤文存》（台北：志文，1972 年）。按：此書為陳世驤歷年中文著述之結集。
其中，〈原興：兼論中國文學特質〉、〈中國的抒情傳統〉原為英文寫成，其後分別由
楊牧、楊銘塗譯成中文。1971 年，陳氏去世。翌年，諸篇論文由其學生收集整理成
書。又據《陳世驤文存》中楊牧的〈編輯報告〉，〈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於 1971 年
先在美國亞州學會年會中宣讀；同一年，楊牧又在台北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代為宣讀
一次；後經楊銘塗譯成中文，發表於《純文學》月刊。此一論題，雖然遲至這篇文
章發表，才正式被顯題化地提出來；但是，中國文學以《詩經》、《楚辭》為代表，
而與古希臘的「史詩」相較，其特質就在於「抒情」——這樣的觀念，卻早在大約
發表於 1959 年間的〈中國詩字之原始觀念試論〉、發表於 1969 年間的〈原興：兼論
中國文學特質〉等論文中，就已做出明白的論述。 
2 參見顏崑陽，〈從反思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之建構以論「詩美典」的多面向變遷
與叢聚狀結構〉，《東華漢學》（花蓮：東華大學），第 9 期，2009 年 8 月。並收入
蕭馳主編，《中國抒情傳統的再發現》（台北：台大出版中心，2009 年）。  
116 
 
陳世驤〈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的論述目的，其實是為了突
顯中國文學的特質及價值，乃以「詩經」為範型，持與希臘史詩、
戲劇進行「平行比較」。3因此，在他的論述語境中，做為中國文
學之特質的「抒情」，其意義必須持與希臘史詩、戲劇的「敘事」
去對顯，才能獲致相應的理解。換言之，這個提法的所謂「抒情」，
雖然陳世驤將它籠統包括了「詩言志」；4但是，如果從中國古代
詩論及其所在的歷史語境深究之，其意義並不完全等同於「詩言
志」及「詩緣情」之說。後起的論述者雖大致抱持著「順承」的
態度，保留「抒情傳統」做為共識性的基本觀點；但是，其重點
則已轉移到中國古代文學自身的歷史語境，有的從哲學、有的從
美學、有的從文學史、有的從詩學，更細部、更深入地去詮釋中
國詩歌的本質、美學特徵，以及歷史發展動力、軌則與進程。其
間，又與朱自清《詩言志辨》所開出，有關「詩言志傳統」與「詩
緣情傳統」的論述形成交集。5 
於是，在陳世驤之「比較文學」論述語境中的「抒情」觀
念，遂與中國古代文學自身的論述語境中的「言志、緣情」觀
念混同，而更進一層化約，籠統地以「抒情」做為中國文學普
遍的本質——尤其特指詩歌。這種有關中國文學以「抒情」為
本質的說法也就成為主流性的論述；「情」之一詞所指涉的範
                                                      
3 《陳世驤文存》，頁 31。「平行研究」在這篇文章中，譯為「並列研究」。這是通行於
英、美國家的一種比較文學方式，將二個彼此沒有「影響關係」的比較項平列，以
觀察、比對彼此的異、同特徵，故有別於通行德、法等國的「影響研究」。  
4 《陳世驤文存》，頁 35。 
5 朱自清，《詩言志辨》，《朱自清古典文學論文集》（台北：源流，1982 年）。朱氏將「詩
言志傳統」與「緣情詩傳統」對列，參見頁 221-228。而讓朱自清與陳世驤的二種論
述形成交集者，例如：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台北：大安，1986 年）；呂
正惠，《抒情傳統與政治現實》（台北：大安，1989 年）；龔鵬程，〈從《呂氏春秋》
到《文心雕龍》——自然氣感與抒情自我〉、〈論李商隱的櫻桃詩——假擬、代言、
戲謔詩體與抒情傳統間的糾葛〉，收入《文學批評的視野》（台北：大安，19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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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乃未經分析及界定，而被極大化地涵蓋了情、趣、意、志
等所有因生於主體性的心理經驗。而這些心理經驗，在中國古
代的文學論述中，往往被視為不同的文學質料，「情」僅為其中
之一。在各種質料與不同的形式有機結合之後，便成為範限、
區分各殊文學類型的特徵。然而，當「情」的範疇被極大化為
普遍本質，則不但「抒情詩」做為一種特殊文類，已無從界定；
甚至一切依特定質料與形式所範限、區分的詩歌類型，例如敘
事、詠史、寫物、玄言、山水之別、唐詩主「情」而異乎宋詩
主「意」、詩有興、趣、意、理四格之分等，6諸多依據各殊文
學事實或現象的「偶有性」（accident）所建立分類別體的知識，
皆成無效的虛說。因為所有歷史性、社會性存在的各殊「文學
事實或現象」，都可化約為唯一、絕對的普遍本質——情；但是，
「事實」之為「事實」，「現象」之為「現象」，就在於它必然受
到「個體」或「種類」的「偶有性」所「限定」（determination）。
任何「個體」或「種類」的「偶有性」，都不能被極大化而成為
超越各殊個體或種類的「普遍本質」。因此，此一論述譜系以「文
學事實或現象」為基礎，卻將從某些各殊文本——《詩經》、《楚
辭》、《古詩十九首》等，所觀察到的「偶有性」，極大化為中國
一切文學的普遍本質。這是以歷史性存在的各殊文學事實或現
象為依據，卻朝向「形上學」推導的論述，缺乏確當的「認識
論」基礎。它的危險是站在歷史經驗的世界中，一旦缺乏「辯
證性」思維，則在觀念先行之「普遍本質」的預設下，將無視
於「文學事實或現象」的「流變性」與「差異性」；如此，則「文
學史」的建構，恐離「事實」甚遠，而成為「民族文化精神史」
的哲學性論述。 
                                                      
6 詩有興、趣、意、理四格之分，見［明］謝榛，《四溟詩話》卷 2，收入周維德集校，
《全明詩話》（濟南：齊魯書社，2005 年），冊 2，頁 1327。其義之詳解，參見顏崑
陽，《李商隱詩箋釋方法論》（台北：里仁書局，2005 年），頁 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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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論述，相對於它發生的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情境，
其啟發知識分子片面的理解中國文學殊異於西方的特質，當然
具有很高程度的正面性意義。然而，正如上述，它也相對造成
不少負面性的影響。因此，二００七年，在淡江大學所舉辦「中
國古代文藝思想」的學術會議中，我發表了〈從反思中國文學
「抒情傳統」之建構以論「詩美典」的多面向變遷與叢聚狀結
構〉，對此一論述譜系進行反思、批判，指認其負面性影響，並
提出另向詮釋及重構的意圖。7 
從「中國文學本質」這個觀點來說，此一論述譜系與五四
新文化運動之後，某些「中國文學史」的書寫頗相呼應。我們
之所以稱它為「呼應」，乃認為這種現象難以實證地指明究竟誰
影響了誰！故宏觀言之，寧可將它當作同一歷史時期思潮中「非
影響的類似性」，所展現的是新知識分子群體「心靈共構」的「文
化意識形態」。8晚清至今，西方式章節體而系統性的「中國文
學史」書寫，其著作已逾一千六百餘種。9而「文學史」做為一
種學科化的知識，其基本假定之一就是先預設「什麼是文學」，
甚至「什麼是理想性文學」的本質觀。在晚清以降，中國追求
現代化的浪潮中，從「五四」到共產黨政權建立，這個歷史時
期的文學論述，明顯表現幾個特徵：（一）、由陳獨秀等所引發，
反抗被誤解或俗化的儒家文化傳統；10（二）、從嚴復開始，陸
續引介西方達爾文主義的思想，進而轉用為「文學進化史觀」；
                                                      
7  同注 2。  
8  「意識形態」（ideology）之義，以德國社會學家曼海姆（Mannheim , K.）所論最為
周全，參見曼海姆著、張明貴譯，《意識形態與烏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台
北：桂冠圖書，2006 年）。  
9  黃文吉，《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台北：萬卷樓，1996 年）。 
10 參見陳獨秀，〈文學革命論〉，《新青年》2 卷 6 號；又參見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
論〉，《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北：中央研究院），第 7 期，197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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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三）、以朱光潛為主，引介康德（Kant）、席勒（Schiller）、
克羅齊（B.Croce）、李普斯（T. Lipps）、閔斯特保（H. Münsterberg） 
等唯心主義的美學；感性直覺、移情作用、無關實用的審美，
一時有如流行的口頭禪。12凡此數端，即是「五四」以降，直
到一九五０年代，所展現的主流性文學思潮。而表現於中國古
代文學批評及文學史書寫，則有幾個共同的觀點取向：（一）、
受到反儒家文化傳統、文學進化論以及西方主流文類觀念的影
響，乃提升小說、戲劇的重要性，以與詩歌、散文並為四大文
類，同時重視「俗文學」的價值；（二）、受到反儒家文化傳統、
康德以降的美學所影響，強烈鄙棄文學的實用功能，而指認魏
晉六朝為中國文學關鍵性的轉型時期；日本學者鈴木虎雄始倡
「魏晉為中國文學自覺時代」之說，魯迅紹述此意；13故立基
於「個體意識」的「抒情」文學，被提升到主流的地位。（三）、
將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切分為「藝術性」及「實用性」二大
共類；而高揚所謂「背實用」而以「純粹審美」為本質的「藝
術性」文類，相對貶抑帶有「實用性」而被認為缺乏「純粹審
美」的文類。14這些觀點在那個歷史時期，可以說是多數新知
識分子的一種「文化意識形態」，頗為強效地制約著他們對中國
                                                      
11 王文仁，《近現代中國文學進化史觀的生成與影響》（花蓮：東華大學中文系博士論
文，2007 年）。  
12 顏崑陽，〈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行為模式〉，《淡江中文學報》（台北：淡江大學），
第 18 期，2008 年 6 月。 
13 鈴木虎雄於 1920 年在《藝文》雜誌發表〈魏晉南北朝時代的文學論〉，首倡「文學
自覺」之說，其後收入許總譯，《中國詩論史》（廣西：人民，1989 年）。魯迅，〈魏
晉風度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承繼此說，參見《魯迅全集》（北京：人民文
學，1981 年），卷 3。此說影響甚大，三０年代之後所出現的中國文學史、文學批
評史著作，多高彈此調。甚至八０年代後期，引發熱烈論爭。詳見黃偉倫，《魏晉
文學自覺論題新探》（台北：學生書局，2006 年）。  
14 顏崑陽，〈論「文類體裁」的「藝術性向」與「社會性向」及其「雙向成體」的關係〉，
《清華學報》（新竹：清華大學），新 35 卷，第 2 期，2005 年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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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的批評及文學史的書寫，而建構了一種特定的「知識
型」（Épistème）。15於是，「抒情」與「純粹審美」就是他們回答
「什麼是文學」、「什麼是理想性文學」而定義「中國文學本質」
的基本觀點。雖然當時，「抒情傳統」還未被正式提出，成為「顯
題性」的論述；但是，如今從歷史回顧，卻可見陳世驤「抒情傳
統」的論述，與這個歷史時期的「知識型」頗相呼應，二者可以
匯合為更廣大的論述譜系。而「抒情傳統」此一具有特殊限定性，
並預設著單一價值立場的「文學本質觀」，已成為上述這一譜系
建構「中國文學史」的主導性話語，對「整體」的中國文學歷史
進行「片面化」的「汰選」。而事實上，從現代許多「中國文學
史」的著作，也已見到此一觀念造成「中國文學史」詮釋視域「片
面化」的後果。舉凡敘事性、議論性、擬代性，或偏向形構、修
辭、社會功能的文類，亦即被認定缺乏主體「抒情精神」與「純
粹審美」的作品，都相對受到貶抑，甚至排除。章表奏議、祝盟
誄碑、詔策檄移，固難在文學史書寫中，成為被重視的文類。即
使擬騷、大賦、駢文、八股，也被貶低其價值。 
這樣的文學本質觀，直到共產黨建立政權，而於一九五０、
六０年代，蔡儀等人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論美學，針對朱光潛
為主所引介建構的唯心主義美學，展開強烈的論戰，情勢才逐
漸改觀。16一九六０年代，陳世驤在美國開展出來的「抒情傳
統」論述，一方面與上述「五四」到一九五０年代的文學思潮
遙相呼應，一方面影響到台灣及大陸以外華文地區的中國古代
文學研究；而大陸地區卻相形悄然。其間，社會文化情境的關
聯脈絡，可由此察知。 
                                                      
15 「知識型」（Épistème）之說出於傅科（M. Foucault）《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用以指某個歷史時期，或比較狹隘的知識年代，所流行的系統性認識方式
與價值判準，即一個「知識型」描述了整個時代知識形式的規律性。   
16 參見趙士林，《當代中國美學研究概述》（天津：教育，198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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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著上文，我們已輪廓性地理解到，「抒情傳統」的論述，
從蘊生到顯題，已綿延超過半個世紀。做為一個歷史時期，在
特定社會文化情境制約下的知識產物，當然有它相對性的價值
意義；而其詮釋視域的遮蔽卻也已彰彰顯露。如今，時過而境
遷，面對當代頗異乎昔日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國古代文學的詮
釋及歷史的建構，應該已受到各種跨越文學領域的知識所撞
擊，而開啟更為多元的視域；二００九年四月二十四、二十五
日，一場定名為「抒情的文學史」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分次在台
灣大學、政治大學舉行。此一會議的主題，所謂「抒情文學史」
的提法，假如僅是一種缺乏反思、批判的因承，則其創造性的
詮釋有何可能？這就不免讓人質疑。我在會議上發表這篇論
文，正是出於此一原因動機。 
因此，對這一論述譜系，有必要再行反思、批判：「抒情」
是否真為中國文學殊異於西方的特質？陳世驤的論述，對中西
文學各自的特質，其詮釋真具有「相對客觀有效性」嗎？文學
歷史的詮釋，必須先肯認已發生並取得各種不同形式而存在的
文本「事實」或「現象」，亦即在形式上呈現「差異性」的各種
文學「體類」；「體類」指的是依照文章之「體」的特徵所區分、
歸納而成的類別，而文章之「體」一指其語言組織之「形構」，
古代稱為「體製」或「體裁」；二指其表現完成之後，整體意象
的「樣態」，古代稱為「體貌」、「體式」或「體格」17；而各種
不同的文學體類，真能化約出唯一、絕對的「普遍本質」嗎？
即使在理論上能做出這樣獨斷性的論述；但是，事實上對於文
學各種體類的複雜性結構及歷史進程中的多面向變遷，其網絡
交錯的因果關係，採取如此簡化的詮釋，真能達到「視域融合」
的效果嗎？ 
                                                      
17 參見顏崑陽，〈論「文體」與「文類」的涵義及其關係〉，《清華中文學報》（新竹：
清華大學中文系），第 1 期，2007 年 9 月，頁 22-37、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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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抒情傳統」及所衍生的「抒情文學史」進行反思、
批判之後，我們試圖提出另一種可能的詮釋取向，以與這個論
述譜系進行「對話」： 
文學家與他的作品無可切分的都是歷史性（historicality）
之存在；而「文學的歷史」，從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分流、
佈體，它的「完境」是一個結構與歷程經緯交錯而具現的事實
或現象。我們以「完境」指涉未被抽象概念所切分並範疇化的
文學整體存在情境，它以「混融」為「體」，而「交涉」、「衍變」
為「用」，體用相即不離；亦即「完境」指的不是被單一質素所
約化、統一的整體，乃是多元質素並存而交相辯證地變化著的
整體。這是我們對「完境文學史」理論上所做的基本假定。 
我們相信，文學歷史的詮釋，雖然事實上無法獲致絕對「完
境」的重塑；但是，相對地接近「完境」的詮釋，卻有其可能；
這是一個基本態度與詮釋取向的選擇問題。「完境文學史」的建
構，就是我們所選擇的基本態度與詮釋取向。不過，在本文中，
僅能就其原則進行理論性的建置。 
二、「中國文學抒情傳統」論述的反思 
陳世驤有關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論述，雖然到一九七
０年間才顯題化而正式提出。但是，此一觀念的蘊生卻早於一
九三０年間，在北京大學讀書、講課以及參與其他文學活動時，
就已開始。一九三五年，他畢業於北京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
所交往的人物，主要有朱光潛、沈從文、周作人、朱自清、林
庚等，這些都是由「五四」社會文化情境所孕育的新知識分子。
其中，朱光潛當時任教於北京大學，陳世驤應該上過他的課，
並參與朱光潛所主導的「讀詩會」，相信對朱光潛引介的西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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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已多接觸。另外，他並與其英國籍的老師艾克敦教授，時相
商討中西文學，對於現代文學與中國文學傳統的關係，頗致關
懷。因此，不但形成他中西文學「對觀」的思維方式，並且在
他當時的著述中，也已顯露對於中國古代文學「抒情精神」的
體會。18 
從陳世驤早期的學術淵源觀之，不但可印證前文所述，其
「抒情傳統」之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某些「中國文學史」
的書寫頗相呼應；而且也可以理解到，一九七０年間，他正式
提出〈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其實早就觀念成於胸中，到這
時候才將它顯題化，並以中西文學「並列比較」（ 平行研究 ） 
的方式，完成論述。它原是一篇宣讀於美國亞洲學會之年會中
的英文演講詞。其後，又由他的學生楊牧在台北國際比較文學
會議代為宣讀一次，並經楊銘塗譯成中文，發表在傳播效力遠
大於學術期刊的《純文學》雜誌，19而繼續擴張它的影響。我
們想像他在會議現場，以學者兼詩人的口脗，感性與知性融合
地陳述著他對中西文學對觀所洞察到的睿見，因而啟發了在場
學者們對中國文學之特質的認知視域，喚起他們的民族文化情
感。這時，大陸正關著門，展開唯物主義美學對唯心主義美學
的批鬥。 
這是一篇帶著感性而很具宏觀睿見的演講詞，以譯文計
之，還不到五千字，提到詩、樂府、賦、戲曲、小說等文學體
類。論述過程極少個別作品的舉證，除《詩經》、《楚辭》之外，
其他僅做賦、樂府、小說、戲曲等體類宏觀的概說，而且選擇
性地導向能符應其「抒情」之見的片面進行詮釋。因此，這不
                                                      
18 參見陳國球，〈「抒情傳統論」以前——陳世驤早期文學論初探〉，《淡江中文學報》
（台北：淡江大學），第 18 期，2008 年 6 月。 
19 《陳世驤文存》附錄之楊牧〈編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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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篇邏輯程序嚴格、史料分析精密的論文。其中存在著不少
可以再商榷的問題。 
首先，陳世驤為了突出他早已觀念在胸的中國文學之「抒
情傳統」，乃採取中西文學「並列比較」的方式，而且很智慧地
挑選中國的《詩經》、《楚辭》與希臘的史詩、戲劇做為「比較
項」，非常有效地顯豁自己的先見。因此，這項論述，從一開始
對於中西文學兩端的「比較項」，就是「主觀立意導向」的「抽
樣」，實不對等；而且他只突顯二者的差異性而未及於相似性。
接著，在這「主觀立意導向」之下，不但樂府、漢賦被收編到
「抒情傳統」的主流中，就是「元朝的小說，明朝的傳奇，甚
至清朝的崑曲」，也被認定為「名家抒情詩品的堆砌」，20故而
斷言中國文學「抒情傳統始於《詩經》」，而「到二千年後，中
國還是沒有戲劇可言」。21甚至，「雖然在小說裡抒情詩體乍隱
乍現，不好捕捉，試問，那個人讀小說不被充塞全篇的抒情詩
感動（甚或時而煩透）？」。22這麼說，在陳世驤的認定裡，中
國經歷了六朝志怪、唐代傳奇、宋元話本，以至元代之後大盛
的章回體，恐怕也沒有真正的小說可言！這樣的詮釋，其「主
觀立意導向」不但明顯，而且強勢到近乎獨斷。 
〈中國抒情傳統〉一文有三個重要的關鍵詞：共相、道統（或
傳統）、主流。他說「找尋各種文學間不管多抽象的共相，並進
而細察每種共相的特點，是比較文學的要務之一。」23那麼，在
陳世驤的觀念裡，「抒情」是中國文學的共相，而西方文學的共
相就是「敘事」。然則，我們就要試問「共相」指的是什麼？從
專業術語嚴格的界義而言，「共相」指的不是普遍事物與生所具
                                                      
20 《陳世驤文存》，頁 34 。   
21 《陳世驤文存》，頁 32。  
22 《陳世驤文存》，頁 34。 
23 《陳世驤文存》，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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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下實在顯象，也不是普遍事物直接進入吾人的認識官能中所
被把握到的印象；而是吾人由呈現於經驗中的諸多個體事物，依
理性思維所「抽象」而致的概念。因此，「共相」即是吾人對諸
多個體事物之普遍本質或共同特徵所做的抽象化認知，故又稱為
「普遍概念」（universal concept）；它只存在於吾人所持有的抽象
概念中。而當這種普遍概念反映了事物的本質，就稱為「本質概
念」（essential concept）。準此，在陳世驤的論述中，雖然沒有直
接指明「抒情」就是中國文學的「普遍本質」；但是，所謂「各
種文學間不管多抽象的共相」，則在他的認知中，「抒情」既為中
國文學的「共相」，也就是它的「普遍本質」，其意也明矣。 
這篇文章中，「中國抒情道統」與「中國抒情傳統」二語隨
意置換，例如「我們所以發現中國的抒情傳統相當突出」、「抒
情傳統始於詩經」、「中國抒情道統的發源」、「我們說中國文學
的道統是一種抒情的道統並不算過份」。24這就顯示了在他的思
維中，「道統」與「傳統」並無差別；然而這二者各自怎麼定義？
「抒情」而能成為「道統」或「傳統」，必然是超越時空，無具
體形質可資指認，僅能「默爾致知」的所謂「精神」，而不是形
質具現的「文學體類」；但是，在陳世驤的論述中，我們卻看到
「抒情道統」、「抒情傳統」、「抒情精神」、「抒情體」、「抒情成
分」等語詞，隨意置換。「抒情」究竟是中國文學的一種「精神」
還是一種「體類」，或者只是「成分」？「精神」是超越的、普
遍的說，不顯各別文學「體類」的差異性；「體類」則是實在的、
限定的說，「差異性」必是分辨不同體類所依據的特徵。而「成
分」則是局部的說，指總體所含各種要素的部分；「情」只是成
分之一，其他還有理、事、物等。上述如此混雜的概念究竟如
何辯證統合？文中並無說明。 
                                                      
24 《陳世驤文存》，頁 31、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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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認為「抒情傳統始於詩經」，而「此後，中國文學
創作的主流便在這個大道統的拓展中定形」。25就這個說法，也
有若干可以再思辨的問題：假如「共相」或「普遍本質」是並
時性的抽象概念，則「主流」便是在歷時性的實存及發展中，
不管質或量，都始終佔有主要地位的具體事物。有「主流」便
有「次流」，而且「次流」往往不只一個。它們各具「差異性」，
未必能彼此約化。落實在中國文學而言，此一「主流」即是「抒
情」體類；然而，「共相」或「普遍本質」乃是超越各別文學體
類所做的抽象概念化，它包括著所有的各別文學體類，都具有
「抒情」的共同性質，其差異性質則被排除在這一普遍概念之
外。而既有所謂「主流」體類，則相對存在著不被涵括在內的
諸多「次流」體類，例如「敘事」、「詠物」、「說理」等，並且
因為彼此「差異性」的限定，其他體類也就不能約化於「抒情」；
否則，不但文學體類的分化幾無可能，甚且「主流」之說也毫
無意義。因此，在文學歷時性的實存及發展中，「主流」的論述，
其實已預設著多數不同文學體類的「差異性」，而且不宜做出「共
相」的約化。「共相」與「主流」之說，這兩種詮釋取向，對於
「文學性」的基本假定有別；然則，彼此又如何有效的辯證統
合？這樣關鍵性的問題，在陳世驤的論文中並未說明。 
相對於中國文學來說，陳世驤以「史詩」和「戲劇」表示
西方文學傳統，26而史詩和戲劇的共同形質特徵則是「敘事」，
一向被歸為「敘事」體類。然而，史詩與戲劇真是西方主流的
文學傳統嗎？西方的抒情詩真的不能與它等量齊觀嗎？陳世驤
的論述，云： 
我要強調我並不是說古希臘沒有抒情詩。希臘有平德爾
                                                      
25 《陳世驤文存》，頁 32、33。 
26 《陳世驤文存》，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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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dar）、和莎孚（Sappho）所寫的抒情佳品。不止於此，
假如在任何知識界中我們有容忍類型區分重叠的雅量，我
們還可以在荷馬式的作品中挑出一些片斷的頌詞或警
語，把它們當抑揚格的抒情詩看待；甚至也可以在希臘悲
劇的合唱歌詞裡找到許多韻律優美的東西。只是，我們要
知道，合唱歌詞在希臘悲劇中並沒有居於主要地位，並沒
有像中國抒情詩在元明戲劇中那麼獨占鰲頭；中國每一部
元明戲劇幾乎是幾千幾百首名詩組織起來的。荷馬式的頌
詞或警句並沒有佈滿了整篇史詩；反觀中國抒情詩，在傳
統小說中它幾乎到處都是。27 
陳世驤當然清楚西方並非沒有質量俱足的抒情詩，只是以敘
事體的古希臘史詩和戲劇拿來與中國的《詩經》、《楚辭》比較，
而突顯中國文學的「抒情」特質，並將它視為所有文學體類的「共
相」、「主流」、「道統」，這已是預存的定見。因此，也就必須做
出上述那樣「強勢」的「主觀立意導向」詮釋。「抒情詩」在希
臘史詩、悲劇「沒有居於主要地位」，但其後西方文學的發展呢？
荷馬式的「史詩」已成絕響，「抒情詩」仍然無足輕重嗎？答案
當然不是。而中國在《詩經》、《楚辭》之後，「元明戲劇」真的
是「幾千幾百首名詩組織起來的」嗎？中國「傳統小說」中，真
的「到處都是抒情詩」嗎？答案當然也不是。我們要注意上述陳
世驤所做的這些判斷，其依據都是篇章「量性」的結構，例如「中
國每一部元明戲劇幾乎是幾千幾百首名詩組織起來的」、「中國抒
情詩，在傳統小說中它幾乎到處都是」。如此由外在「量性」的
結構如何能推導出內在的「本質」－抒情。其強勢地弱化「抒情
詩」在西方文學的地位，相對強化中國如戲曲、小說這些敘事體
類所含「抒情詩」的數量，這種主觀態度非常明顯。 
                                                      
27 《陳世驤文存》，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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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史詩與戲劇真是西方主流的文學傳統嗎？西方的「抒
情詩」真的不能與它等量齊觀嗎？這當然是文學史詮釋之主觀
選擇的導向問題，只是什麼樣的選擇才比較接近詮釋上的主客
「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28相同的問題，我們也
可以看到俄國歷史比較文藝學家維謝洛夫斯基（1838-1906）不
同的論述。他綜合討論了西方各種不同的說法，希臘遠古時期
的詩歌乃是「敘事」與「抒情」的混合體，其後才分化為敘事
詩、抒情詩與戲劇三種主要的體類，他說： 
早在荷馬之前就有頌歌詩人和祭司歌手，可是荷馬史詩這
一宏偉現象卻掩蓋了更古老的開端；它也就成為了一切的
源頭；希臘文學的歷史指出隨後出現了抒情體的繁榮，稍
晚才出現了戲劇；這種三位一體和這一順序也就被確認為
合乎規範的現象。29 
準此，在荷馬史詩之後，希臘文學不僅有「抒情體」，而且
「繁榮」。這是西方文學史的常識。維謝洛夫斯基引述了許多西
方與此相關的論述，主要爭辯的問題都不在於「敘事詩」與「抒
情詩」何者為西方文學的主流及傳統？而在於二者孰先孰後？
30這類問題始終都是眾說紛紜，難定於一是。他認為遠古時期
的詩歌是「混合體」，而「把敘事詩和抒情詩看做古代儀式合唱
解體的產物；戲劇在其最初的藝術表現中則保留了它的全部混
合性。」31因此，他的結論是：「這一切的演化不可能沒有相互
                                                      
28 「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指通過詮釋學經驗，詮釋者和文本獲致某種
共同的視域，同時詮釋者於文本的他在性中理解了文本的意義。參見加達默爾
（H.G.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理與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台北：時
報文化，1993 年），頁 399-401。  
29 維謝洛夫斯基著、劉寧譯，《歷史詩學》（天津：百花文藝，2003 年），頁 320。 
30 《歷史詩學》，頁 320-336。  
31 《歷史詩學》，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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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影響和彼此滲透，在舊的形式之中不自覺地創造出新的
事物。」32這樣的詮釋，應該比將西方文學簡化為靜態的、片
面的「敘事傳統」，更合乎文學多元因素交相滲透，並在不同時
期動態地以各種創變的形質表顯出來的歷史現象。 
從上所述來看，陳世驤此一「抒情傳統」的論述，最大的
問題就是：一方面在「理論」上，呈現基本概念的混雜，以及
詮釋取向的不一致；另一方面在「事實」上，也對中國文學某
些明顯以「敘事」為其特徵的體類，例如漢代大賦、元代以後
興起的戲曲、小說，過度片面化地誇大其「抒情」成分。 
從文學本質的理論而言，假若就如陳世驤之說，將「情」
此一文學質素極大化為「普遍本質」的範疇，則它等同於包含
了性、才、心，甚至下及意、志、欲等「主體性」的概念。假
如，當我們將「情」視同「主體性」，而規定它是「文學」相對
於「非文學」而所具有的「普遍本質」，則不論中西，所有「文
學」的「本質」都是「情」，豈只中國文學而然？如此一來，在
中西文學「比較」框架下，論斷「中國的抒情傳統」便沒有太
大意義！何況「抒情」一詞，所謂「抒」者也，乃從主體的創
作動機而言，創作動機包含了「動力」與「目的」。西方的「史
詩」與「戲劇」之所以為文學，從「普遍本質」而言，其動力
及目的同樣在表現「主體」對生命存在的體驗及意義的理解，「敘
事」只是質料及形式的選擇性表現而已，不是終極的「目的」。
「敘事詩」的創作目的，也是意在「即事生情」；故「史詩」畢
竟是「詩」而不是「史」，「戲劇」也只是「戲」而不是「社會
事件」。因此，從「共相」、「普遍本質」來說，「抒情」不能與
「敘事」為對，以做為分辨中西文學「特質」的基準。 
                                                      
32 《歷史詩學》，頁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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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體學的理論而言，「情」與「事」都只是構成文本之題
材的質料之一，而「抒情體」與「敘事體」也都只是創作者對
「質料」及「形式」所做「優位性」或「顯現性」的選擇。如
果我們將「情」視為構成文本的一種「成分」，則「情」不能涵
蓋物、事、意、理等不同的質料。在人類原初的存在情境及其
相應產生的文本中，情與物、事、意、理諸質料，可能是一種
「混融」而「交涉」的狀態。在往後的發展，由於不同歷史時
期、不同創作者自覺或不自覺的做出「選擇」，讓其中一種質料
及形式「顯現」它的「優位性」，而「衍變」分化出各種不同形
質的文本；當文本累積夠多的數量時，才在理性統覺的思維下，
被建構形成諸多不同的體類。而每一種「體類」都是由某些形
質特徵所「限定」的產物，都可以指認彼此的「差異性」。因此，
假如我們將「抒情」視為一種「體類」，則「抒情體」只是一個
「殊種」（species）的「體類」，它和「敘事體」、「詠物體」、「說
理體」等，彼此相對成義。「抒情」也就不會是超越各別體類的
「共相」，而不能用以涵蓋「敘事」等其他體類。選擇中國的「抒
情體」詩與西方的「敘事體」詩去做平行比較，然後擴大其範
疇，並斷言「抒情」是中國文學的共相，而「敘事」是西方文
學的共相。這是將「殊種」之偶有性視作「共類」之普遍性，
其邏輯誤謬，頗為明顯。 
從「事實」而言，中國古典小說雖然總會穿插幾首「抒情
詩」；但是，小說之為小說仍然以「敘事」為主要的文體特徵。
陳世驤說：「中國抒情詩，在傳統小說中它幾乎到處都是」，這
是違反常識的誇大。至於古典戲曲，除了科、白及情節之外，「曲」
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其「詞」固多抒情，但「敘事」仍是它主
要的文體特徵，尤其南曲傳奇。如果硬要說「中國每一部元明
戲劇幾乎是幾千幾百首名詩組織起來的」，其選擇片面而誇大
之，也同樣違反此一文學體類的事實。文學「體類」的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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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分辨體類之間的差異性，而不是相似性。從「事實」
觀之，就不同體類的差異性而言，「小說」與「戲曲」也絕不可
能等同《詩經》、《楚辭》或漢魏六朝以降所「衍變」而出的各
體抒情詩。高友工在承繼「抒情傳統」之說，精密分析「抒情
美典」後，也發現小說與戲曲不能完全由「抒情美典」去範概，
它有不同於「抒情詩」的審美特徵，故而相對於「抒情美典」，
建構了「描敘美典」。33這是很確當的修正。其實，當我們站在
文學歷史「事實」或「現象」所形成的世界中，再去叩問總體
文學的「共相」或「普遍本質」時，就會明切認識到，這種問
題根本沒有超越、唯一的答案，而只能置入不同的歷史時期及
不同的體類去指認彼此相對的特徵。 
綜合我們上述對陳世驤之論述的反思、批判，在「引論」
中對此一譜系所提出一些質疑的問題，大致都可以獲得回答。
最後，我們總結來說：在陳世驤那個歷史時期，從比較文學的
視域，提出「中國的抒情傳統」之說，其啟發學者們對於中國
文學「特質」的認知，即使失之「片面」，也當有其正向的貢獻。
中國歷代的文學體類，就「質」與「量」觀之，狹義的「抒情
體」詩，的確佔有主要的地位；在這個層次上，不必中西文學
對觀，「抒情體」為中國詩歌的「主流」，這個說法應該可以取
得學者們的共識；但是，相對的也必須肯認還有許多次流的體
類。假如不能把守此一「主流」論述的確當範圍，卻進而推演，
將「抒情」提到超越各別體類的位置，而極大化為中國文學「共
相」的範疇，並與西方文學之「敘事」為對，當做可以涵括小
說、戲曲等所有文學體類的「唯一」傳統。這樣的詮釋，其「相
對客觀有效性」，就不免令人質疑了。至於，西方文學之「敘事
體」是否壓過「抒情體」，而成為「共相」及「主流」傳統？如
                                                      
33 高友工，〈中國戲曲美典初論〉、〈中國之戲曲美典〉，收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論
集》（台北：台大出版中心，200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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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橫跨歐美許多民族國家而又縱貫數千年的文學歷史論述，吾
人所見都是有限，將以什麼依據輕下斷言？因此最好是「存而
不論」。 
陳世驤所在的那個歷史時期已經過去。假如，在我們當代，
離開比較文學的框架，回到中國古典文學的本身去研究。那麼，
在諸多體類而又縱貫數千年的中國文學總體情境中，除了「抒
情」，我們的視域內還能呈現其他什麼？這也許比「抒情」，更
值得吾人去思辨的問題。 
三、「完境文學史」的藍圖性構想 
近現代學者對於中國古代「文學的歷史」或「歷史的文學」
之詮釋，包括此一「抒情傳統」的論述譜系以及諸多「中國文
學史」的書寫，大致有幾個論述取向： 
（一）、基本假定了單一構成因素或功能的「文學本質」觀，
或主「抒情」、或主「純粹審美」、或主「反映勞動生產現實」
等，各持一說；並且預設此一「本質」做為絕對的審美價值基
準。凡不符合論者所主張之「本質」及「審美基準」的文學體
類，即排除在文學史之外，或貶低其價值；因而，未能同情理
解文學歷史的他在性而有效詮釋不同文學體類的發生意義、本
質意義及其相對的審美價值。 
（二）、挪借西方理論而外植的文學史觀，例如文學進化史
觀、34庸俗化馬克思主義與政治教條混合的唯物史觀、35生物有
                                                      
34 王文仁，《近現代中國文學進化史觀的生成與影響》，同注 11。 
35 大陸五０至七０年代的「中國小說史」書寫多屬之，參見董乃斌等主編，《中國文學
史學史》（石家莊：河北人民，2003 年），第 3 卷，第 3 編，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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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體比論的循環史觀等。36因而未能從中國古代文學內在去重
構「原生性」的文學史觀或文學歷史意識，以回饋地應用在古
代文學史的詮釋。 
（三）、「五四」時期，為了「文學革命」的正當性，乃強
勢「主觀立意導向」，片面提高「民間 / 白話文學」的價值地
位，相對貶低被指為「貴族 / 文言文學」的價值地位，而重塑
古代文學典律。37這種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蓄意誤讀」，其削減、
扭曲文學歷史整全的樣貌最為嚴重。 
（四）、多數的文學史書寫，其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往
往只做為外在於文學的客觀背景去敘述；因此對各歷史時期的
文學與政治、社會、文化內外因素交相滲透的實在情境，缺乏
深入而有效的詮釋。在敘述外在環境背景之後，接著敘述各體
類、各名家的文學作品時，幾乎都未能詮釋外在環境與文學體
類、作品之間如何兼具發生性及本質性的關聯。其結果，文學
家及其作品只是被孤立的概述，缺乏切實於文化傳統及當代社
會存在情境的歷史性向度與社會向度。因此，「分期」的時間序
列往往只是附掛於政治史機械性之「先後繼起的時間序列」，而
非文學與文化社會互動之「因果關聯的時間序列」。 
（五）、中國古代，「作者」與「讀者」乃是同一個體在不
同文學活動情境中，心理經驗交涉轉換的「意識性角色」。我們
將「意識性角色」定義為：不是在社會結構中某種客觀持久性
                                                      
36 例如劉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頗受史賓格勒《西方的沒落》的影響，即持此史觀。
參見龔鵬程，〈試論文學史之研究〉，《古典文學》（台北：學生書局，1983 年），第
5 集，頁 373-375。  
37 胡適，《五十年來中國之文學》，《胡適文存》（台北：遠東圖書，1975 年），第二卷，
頁 180-261；《白話文學史》（上海：新月書店，1928 年）。另可詳參陳國球，《文學
史書寫型態與文化政治》（北京：北京大學，2004 年），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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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而是在某種暫時性的社會活動中主觀意識到所扮演的
角色。因此，古代的文學「作者」幾乎同時是「在境讀者」。我
們將「在境讀者」定義為：還在古典文學創作活動普遍化之社
會文化情境中的讀者。然而，現代學者的文學史論述很少能意
識到文學歷史經驗現象中，古代第一序「在境讀者」對其文學
傳統與文學社群的反應、接受而又回饋到創作，這種作者與讀
者「互為主體」的經驗現象本身就是構成文學史的一部分。因
此，將古代的文學家只視為單純客體性的「作者」，而其「作品」
也只是單純客體性之符號形構的產物。相對的，在古典文學創
作活動已經停止的現當代社會文化情境中，就以我們這些第二
序的「離境讀者」做為唯一的讀者，並且「主觀立意導向」地
選擇符應自己之意識形態的作家作品去建構古代文學史。而文
學歷史他在之「完境」所隱涵複雜的結構歷程，都可以被簡化、
靜態化。其中，最典型的例子是劉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對
王充、趙壹這二個在古代文學歷史「因果序列」的進程中，幾
乎沒有什麼影響效力的文人，刻意突顯、提高他們的文學價值
及歷史地位。因為他們符應了劉大杰外植的社會主義、文學進
化觀之意識形態框架。 
綜合而言，晚清以降，由於政治、社會、文化、文學上迭
起交錯的「改革」意圖非常強烈，因此由權力支配、利益立場
之「學術致用」動機所導致觀念先行、價值預設而片面各取所
需的「意識形態」，主導著學者們對於中國「文學的歷史」或「歷
史的文學」之詮釋。其結果相距詮釋的主客「視域融合」實頗
遙遠，而「文學歷史」的「完境」也因此未能有效揭明。本文
提出「完境文學史」的構想，就是基於對近現代學術反思而所
產生的問題視域。 
文學家與他的作品無可切分的都是「歷史性」（historicality）
之存在。準此，當我們在文學史上說陶淵明、李白、杜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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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指的是那個以其「作品」而「歷史性」地存在的陶淵明、
李白、杜甫。其他，皆仿此。「歷史性」指的是使得存有者之所
是所為的「事實」能成為「歷史」的基礎。而「歷史性」也就
滲透在人之所是所為的一切，尤其是對生命存在的體驗及意義
的理解、價值的選擇，終而實現文化的創造。分解言之，它一
方面是人之自覺其為歷史的存在而是其所當是、為其所當為的
主體，一方面又是容受一切歷史事實而使之「意義化」為「存
在情境」的客體；而這二者始終是主客辯證依存著。所謂「歷
史事實」，乃涵融著「文化傳統」與「社會關係」的二個時、空
向度；它實際地顯示著生命存在的「限定性」。即此而言，人的
生命存在意義既有其由主體自決的創造所開展的「無限性」，卻
相對又有從所容受歷史事實而構成存在情境的「限定性」。 
準此推知，文學家實有「三重性」的歷史存在與社會存在。
「歷史存在」指涉的是相對於當代人們所能被感知的過去的存
在情境，包括著那存在情境中人們所選擇、承受的傳統文化經
驗與當代社會經驗所新造的文化，而最終以符號形式化的文本
被留傳下來。因此，所有的「當代」，從其社會文化的實踐經驗
與意義而言，都必然回饋到歷史而成為被選擇、承受的文化傳
統的一部分。「傳統」並非與當代存在經驗及意義不切身相涉的
純粹客體性歷史，而是與存在經驗及意義無法切割的「效果歷
史」（Wirkungsgeschichte）38。「社會存在」即是當代現實境域
中，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係性結構及實踐經驗。在時過境
遷之後，它終究成為「歷史存在」的一部分。文學家在這樣具
實的歷史與社會存在中，從廣泛幅度的存在情境而言，他與所
                                                      
38 「效果歷史」（Wirkungsgeschichte）指的是：一切歷史現象或流傳下來的作品都不
能當作只是純為歷史研究的客體，而應當注意到它在人們歷史性的存在以及意義的
理解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效果。加達默爾（H.G.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理與
方法》，頁 393-401，同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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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不分階層的一般人，共享著整體性的歷史文化與社會情境；
這是文學家第一重的存在。接著，從限定性幅度的存在情境而
言，文學家在當代的社會結構中，卻又無可規避的必然歸屬於
某一由生產關係所分化的社會階層，因而在階層限定的視域
中，理解、選擇、承受了某些由「文化傳統」及「社會階層」
共成的價值觀，並履歷了階層性的社會互動經驗過程，而塑造
了某種「意識形態」；這是第二重的存在。最後，從選擇性幅度
而言，文學家又由於其文學觀念及活動所自主選擇、承受的「文
學傳統」與「社會交往」，而互應相求地歸屬於所認同的文學社
群；這是第三重的存在。第一重存在是「地域民族」的限定，
第二重存在是「社會階層」的限定，第三重存在則是「文學社
群」的限定；而這三重空間性的存在限定，又都同時有著時間
性的「文化傳統」限定。前二重限定下的存在情境，我們稱之
為「社會文化存在情境」；後一重限定下的存在情境，我們稱之
為「文學存在情境」。而不管哪一重存在情境，都是各種觀念性
的及經驗性的主客因素，經緯混融、交涉、衍變而構成的整體
性情境。對於一個文學家而言，這三重存在情境必然形成靜態
結構性的叠合、混融與動態歷程性的交涉、衍變。而最終以符
號形式化的「文本」呈現為可被理解、詮釋的「文學存在情境」。 
「社會文化存在情境」如何滲透到「文學存在情境」中，
彼此形成叠合、混融，其關鍵的「動力因」就出自於文學家之
「 才 性 」 潛 能 落 實 於 歷 史 性 存 在 情 境 的 「 社 會 化 」
（ socialization ） 過程中，由文化教養及社會經驗所塑造而成
的「文心」。《文心雕龍．序志》所謂「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
心也」。我們將此一「文心」理解為滲透著「歷史性」的文學家
於存在情境之客觀「限定」下，對文化及文學傳統與社會情境
之意義的自主性理解、選擇，並運用文學符號形式規範進行「無
限」創造的「文學心靈」。一切外在發生的社會文化事實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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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由這一具有能動性的「文學心靈」所感知而選擇性地轉化
到特定符號形式的文本中，從而「內在」於文學。當然，這個
由「文學心靈」感知「社會文化情境」而「轉化」為符號形式
的「文學存在情境」，一方面受到「社會文化情境」與文學語言
形式規範的制約，另一方面卻又經過「文學心靈」自主的選擇、
想像、組構而取得合乎「理想性」的形質表現出來。準此，「文
學存在情境」是相即於歷史文化傳統與社會現實情境的「創
造」。其複雜的生產過程與結構，也是諸多因素「混融」為「體」，
而「交涉」、「衍變」為「用」，體用相即不離；我們就以「完境」
指涉此種未被抽象概念所切分並範疇化的「文學整體存在情
境」。然則，這一「文學存在情境」，豈是以單一因素或功能的
「本質觀」能夠接近「完境」的詮釋。 
那麼，此一「文學存在情境」究竟是哪些因素的「混融」。
分析言之，首先論述其「目的因」與「動力因」，包含著：（一）、
文學家由「文化傳統」的理解、選擇、承受而形成的歷史性生
命存在意識；（二）、文學家由「社會階層」的生活實踐經驗過
程與價值立場所形成社會階層性生命存在意識。（三）、文學家
由「文學傳統」的理解、選擇、承受而形成的文學史觀或文學
歷史意識。例如源流、正變、通變、代變等原生性的文學史觀，
或「文以載道傳統」、「詩言志傳統」「詩緣情傳統」等文學歷史
意識。（四）、文學家由「文學社群」的分流與互動所選擇、認
同、定義的文學本質觀。（五）、文學家對各文學體類語言成規
及審美基準之認知所形成的「文體意識」。 
以上諸種觀念或意識「混融」為文學家主體心靈的「意識
結叢」，在面對當域的自然世界與當代的社會世界，乃「感物」
或「緣事」而發，構成創作的動力與目的。因此，上述這些主
體「混融的意識結叢」都是構成「文學歷史」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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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原生性文學史觀及文學歷史意
識」與「文體意識」都是構成文學歷史的一部分。就前者而言，
不但表現於「創作」，同時表現於「閱讀」。中國古代與現代不
同，文人階層的存在情境概為「社會生活文學化，文學活動社
會化」。39因此，凡「作者」皆是「讀者」而凡「讀者」皆是「作
者」。我們前文就已說過，在中國古代，「讀者」與「作者」是
同一個體在不同文學活動情境中「意識性角色」的轉換，而非
社會結構中客觀持久性的不同身分。因此，古代文學歷史經驗
現象本身就是文人階層同處於「文學存在情境」內，其「創作」
與「閱讀」在社會文化情境的經緯性結構歷程中，不斷循環「交
涉」、「衍變」的後果。「作者」與「讀者」、「創作」與「閱讀」
乃是「互為主體」的辯證性關係。所有「閱讀」的反應與接受，
都將回饋到「創作」；而「創作」的成果則又多回饋到「閱讀」，
轉為被選擇、被模習的對象。因此「學古」或「典範模習」乃
是一種「創作型」的「文學史建構」。40而閱讀之反應、接受，
最具體的成果便是各種文學「選本」所呈現的「典律」。中國古
代的文學流派幾乎都從「閱讀」所致的反應、接受去編輯「選
本」，以建構「典律」，藉此具體呈現流派的文學本質觀、文學
史觀與創作模習的體式。最典型的例子就是「竟陵派」鍾惺、
譚元春之編《古詩歸》、《唐詩歸》，「神韻派」王士禎之編《唐
賢三昧集》，「桐城派」姚鼐之編《古文辭類纂》，「常州派」張
惠言之編《詞選》等。  
至於就後者而言，古代文學家皆具「文體意識」；他們對「文
體規範」多有清楚的認知而持為創作準則。「中國古代文學史」
                                                      
39 龔鵬程，《文化符號學》（台北：學生書局，1992 年），頁 358-366。  
40 顏崑陽，〈論「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漣漪效用」與「鏈接效用」〉，收入《建
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索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學生書局，2002 年），
頁 80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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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是包括體製與體式在內的各類「文體變遷史」。「文體規
範」原是文學歷史存在與社會存在的產物，各文類體製的形構
規則與作家作品所形成的風格範型，都是文學傳統的累積及文
學社群的約定。因此文學家創作時，雖可依個人「文辭氣力」
的特殊創造而馳騁「變文」之數；但卻又同時必須遵守「文體
規範」所展示各文類「名理相因」的共通性「常體」。41而文學
家對各類「文體規範」的認知與相應之審美基準的掌握，乃形
成了他的「文體意識」。文學家站在文學的歷史世界中，面對前
代既成的文體，依循「文體意識」所做或因承或創變的「選擇」，
這種動力與目的就是構成文學歷史的重要因素。 
近現代有關「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一則不知「重構」這
些「原生性文學史觀及文學歷史意識」，以回饋地用之於古代文
學史的詮釋及書寫；乃捨近求遠地挪借西方系統化的文學史理
論，其鑿枘不入而難以獲致主客「視域融合」的詮釋，良有以
也。二則沒有認知到「創作」與「閱讀」循環交涉、衍變的歷
史現象；乃跳過古代文學家由「閱讀」之反應、接受所建構的
「典律史」，而直接以文學史作者個人「主觀立意導向」的文學
本質觀與文學史觀，片面選擇寫入文學史的作家作品；並將「學
古」或「典範模習」污名化為「剿襲」、「剽竊」。42三則缺乏正
確的文體知識，以致不明各體類差異的形質特徵與審美基準，
也不明文學家對文體承變之選擇所依循的歷史意識，故而以單
一因素的文學本質觀片面地汰選多樣的文學體類，並做出不相
應的審美評價。 
                                                      
41 劉勰《文心雕龍˙通變》云：「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數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
詩賦書記，名理相因，此有常之體；文辭氣力，此無方之數也。」參見周振甫，《文
心雕龍注釋》（台北：里仁書局，1983 年），頁 569。  
42 例如漢代擬騷、明代復古即被污名化為「剿襲」、「剽竊」，參見顏崑陽，〈論「典範
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漣漪效用」與「鏈接效用」〉，同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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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此，我們在現代對於「中國古代文學史」之詮釋及書寫，
下列幾項重要的基礎知識，應該做好前置性的研究：（一）、重
構中國古代「原生性」的文學史觀及文學歷史意識。43（二）、
針對重要文學選本重構「文學典律史」。44（三）、系統性地重
構中國古代文體學。45 
接著，論述其形式因與質料因。形式因最主要的是各文類
的「體製」及其對應的「體式」。46而質料因則是文學家歷史存
在與社會存在所對的世界以及因之而起的心理經驗，分而言
之，無非物、事、理、情、意。「物」包括了「自然物」，但是
自然物只有「當域」地關聯到人的社會文化生活而被文學心靈
所感知，才能成為文學質料。而此數種質料皆非孤立而生、獨
在而存，它們始終處於混融、交涉的狀態。情、意乃感物、緣
事而發生；相對而言，事、物亦因情、意而存在。故文學活動
中，有即事、物以生情、意者，有以情、意而觀事、物者；有
即事、物以言理者，有因理而制情、意者。準此，在文化、社
會與文學的存在情境中，沒有無「事」之「物」之「理」、也沒
                                                      
43 顏崑陽 96-98 學年度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重構中國古代「原生性」文學史觀）（編
號：NSC-96-2411-H-032 -006 –MY3），已開始此一工作。  
44 例如侯雅文，〈宋代「詞選本」在「詞典史」建構上的意義〉，《淡江中文學報》（台
北：淡江大學）第 18 期，2008 年 6 月。及其〈從「唐詩典律史」的詮釋視域看「孟
浩然詩」在唐代詩學上的意義〉，《淡江中文學報》（台北：淡江大學）第 20 期，2009
年 6 月。這一類研究成果是文學史書寫很重要的基礎知識。 
45 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研究，晚清以降，已累積甚多成果；然其中尚存在不少基本觀念
的混淆，例如藝術性文類與實用性文類截然二分、文體與文類的涵義、區別及相互
關係等問題。顏崑陽的論述已釐清這些問題，參見〈論「文類體裁」的「藝術性向」
與「社會性向」及其「雙向成體」的關係〉、〈論「文體」與「文類」的涵義及其關
係〉，同注 14、17。  
46 「體製」指一種文類在語言形構上模式化的共同特徵，例如古體、律體、四言體、
五言體等；「體式」指一種文類理想的美感樣態，例如詩之「典雅」、詞之「婉約」。
參見顏崑陽，〈論「文體」與「文類」的涵義及其關係〉，頁 22-37，同注 17。  
   「抒情文學史」的反思與「完境文學史」的構想       141 
 
有無「物」之「事」之「理」或無「理」之「事」之「物」，當
然更沒有無「物」無「事」無「理」之「情」之「意」、也沒有
無「情」無「意」之「物」之「事」之「理」。諸質料當其靜而
如水，乃混融而在；當其動而如波，乃交涉、衍變而具現。但
是，在「社會文化存在情境」中所感知的質料，僅為「經驗素
材」，它們自己不會與「形式」結合。而必須「文學心靈」的創
造動力與目的對它們做出選擇，並想像地轉化為「題材」而賦
予「形式」，諸多質料才能由「社會文化存在情境」進入「文學
存在情境」。就在這題材的選擇、轉化而賦予「形式」的過程中，
諸多質料便產生「衍變」，其中總有一、二個質料被選擇而突顯
其「優位性」，並經由具體「形式」而「顯現」；然而，未被選
擇為「優位」而「顯現」的其他「質料」，並非就完全被排除而
不存在。實則它們隱退在基底，以做為支持「優位性」及「顯
現性」質料的存在條件。從文本觀之，它們「隱涵」在語境深
層，而等待在閱讀、理解、詮釋時，被揭明出來。準此，各種
文本都不是由單一質料所構成，故沒有任何一種質料是唯一的
「共相」，相對也沒有任何一種質料在文本中「缺席」，而只是
相互「主／從」與「顯／隱」的差別；很多文本往往是二種以
上的質料並現而交織成體；即使純粹的「抒情體」也是以「情」
為「主」為「顯」，而以物、事、意、理為「從」為「隱」；「敘
事體」則以「事」為「主」為「顯」，而以物、情、意、理為「從」
為「隱」。其他依此類推，所謂「抒情」、「敘事」、「說理」等不
同體類，就是以這樣動態性的結構被區分。 
在「文學存在情境中」，上述各種主客觀因素恆是以「混融」
為「體」而「交涉」、「衍變」為「用」。這就是我們對「文學史」
之「完境」所做的基本假定。 
文學的各種質料，假如不僅做為「範疇」的抽象概念存在，
而已經過交涉、衍變，給予了特殊形式與具體內容，則必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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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在不同歷史時期，從文學家的存在情境去檢視社會文化生
活之精神及物質條件，如何供應、影響到當代各文學體類之作
品的形式內容。劉勰《文心雕龍．時序》所謂「文變染乎世情，
興廢繫乎時序」，便很切要地指認這種文學「衍變」之與「社會
存在情境」的關係。而人們的社會生活必然在「互動關係」中，
產生各種不同的精神與物質需求。準此，則文學體類的分化也
就是因應了社會生活需求的「別用」。章表奏議、頌箴銘誄等被
指為「實用性」的體類，其分別對應不同社會生活之「用」而
生，固然明顯。詩歌「言志」之作也是政教諷諭的產物，充滿
社會功能性。即使所謂「個人抒情詩」，從其感物、緣事而發，
創作動力仍然不離文學家社會生活經驗的引觸，故古代非常多
的抒情詩，往往是「贈答」性質；47「情」非憑空而生，皆有
社會生活的實在經驗可尋。因此，我們可以說中國古代文學沒
有完全離開文學家「社會文化存在情境」的所謂「純粹美」。散
文由於「論述政教之道」與「抒寫文人生活情趣」的不同創作
意圖而別其「用」，故有秦漢唐宋古文與明清小品之分；但是，
二者皆不離文學家的「社會文化存在情境」。非僅散文如此，詩
歌亦然，故而「詩用」是我們面對中國古代文學歷史必須開啟
的詮釋視域。48準此，「藝術性文類」與「實用性文類」不能截
然二分，而任何文學體類都是社會文化存在情境中因「別用」
而分化的產物，也都兼具「社會性向」與「藝術性向」而「雙
                                                      
47 梅家玲，《漢魏六朝文學新論──擬代與贈答篇》（台北：里仁書局，1997 年）。  
48 參見顏崑陽有關「建構中國詩用學」系列論文：〈論詩歌文化中的「託喻」觀念〉，
收入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第三屆魏晉南北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
北：文津，1996 年）；〈論唐代「集體意識詩用」的社會文化行為現象〉，《東華人文
學報》（花蓮：東華大學），第 1 期，1999 年 7 月；〈論先秦「詩社會文化行為」所
展現的「詮釋範型」意義〉，《東華人文學報》，第 8 期，2006 年 1 月；〈從〈詩大序〉
論儒系詩學的「體用」觀〉，收入政治大學中文系編，《第四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
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新文豐，2003 年）；〈用詩，是一種社會文化行為模式〉，《淡
江中文學報》，第 18 期，2008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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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成體」。49故「文學史」之「完境」的詮釋必須進入中國古代
文學家所處的「三重性存在情境」中，同情地理解如何因應社
會生活需求而「別用」地創造各種不同文學體類，以及每一體
類各有何不同的審美基準？「抒情詩」之美，容易被理解；然
而，那些被指為「實用性」的體類是否也有其不同於抒情詩的
「美」？50這是一個必須重視的問題。 
文學由於「別用」而分化不同體類，而文學家因才性偏向
與社會階層歸屬、文學社群認同的差異，所選擇表現的文學體
類既不一，文學觀念又有所別，因此而形成「分流」。有些人以
古文成家，聚同而為派；有些人以詩成家，聚同而為派；有些
人以詞成家，聚同而為派……。「分流」雖有其社會文化存在之
客觀決定的因素，卻也有文學家主觀選擇的因素；而從文學歷
史現象觀之，「分流」也是既成的事實。因此，文學流派的研究
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之詮釋及書寫的基礎，而且不僅要從內
部去研究各流派的文學觀及風格特色，更必須從外部去研究其
社會文化上的「意識形態」以及「社會互動關係」，進而內外辯
證，才能闡明文學流派之群體性的「社會文化存在情境」如何
滲透到他們的「文學存在情境」，而構成足以與其它不同流派區
                                                      
49 參見顏崑陽，〈論「文類體裁」的「藝術性向」與「社會性向」及其「雙向成體」的
關係〉，同注 14。  
50 參見柯慶明有關實用性文類之美感特質的系列論文：〈「論」、「說」作為文學類型之
美感特質的研究〉，收入《遨遊在中古的文化場域－六朝唐宋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
北：里仁書局，2004 年）；〈「序」、「跋」作為文學類型之美感特質的研究〉，收入《鄭
因百先生百歲冥誕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台灣大學中文系，2005 年）；
〈「書」、「箋」作為文學類型之美感特質研究〉，收入《屈萬里先生百歲誕辰國際學
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台灣大學中
文系，2006 年）；〈「表」、「奏」作為文學類型之美感特質的研究〉，收入《台灣學術
新視野：中國文學之部》（台北：五南圖書，200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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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對抗的特殊文學性格。51  
文學的歷史從各種因素之混融、交涉、衍變到別用、分流，
其生產過程的終端則是被文學家語言符號化而表現為一篇一篇
的文本。文本多數是客觀「文體規範」與文學家或承或變之主
觀「文體意識」相互辯證生成的產物，因此都可歸屬於既定的
文學體類；如果出現全新的創體之作，當其產生「漣漪效用」
與「鍊接效用」的影響效力，52累積文本既多，便會被歸為一
種新的體類，最典型的例子就是屈原所原創的「騷體」、枚乘所
再創的「七體」。因此，古代的詩文集幾乎全都分別體類而編纂，
個人專集固是如此，「選本」也是少有不分體類者。 
文學歷史的知識只能以各殊的事實或現象做為詮釋對象；
從這個視域觀之，文學沒有唯一、絕對的普遍本質，也沒有唯
一、絕對的審美基準。文學是總體文化中一種特別符號形式化
的產品；而「文化」不是原於先驗絕對因素的自然存有物，而
是人的「文學心靈」在歷史性存在情境中，多種「可能」的創
造；也就是都從「應然」以開展「實然」的精神產物。因此，
文學的「本質」都是在不同歷史時期相對於其社會文化實存情
境以及不同文學家的「選擇」而不斷被重新定義，並因應其定
義而實踐之。換句話說，文學所謂的「本質」，其實是不同歷史
時期、不同文學社群或文學家，在「對話」互動關係下所做各
從其道的「規創」物。因此，都是相對義而非絕對義。文學的
各種體類、流派也才能由此而衍變而產生。相應的，各種體類、
                                                      
51 參見侯雅文，〈從社會學的視域論文學流派研究的新方向〉，《淡江中文學報》第 16
期，2007 年 6 月。及其《中國文學流派學初論——以常州詞派為例》，（台北：大安
出版社，2009 年）。 
52「漣漪效用」指文學典範並時性橫向的影響效力；「鍊接效用」指文學典範歷時性縱
向的影響效力。詳見顏崑陽，〈論「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漣漪效用」與
「鏈接效用」〉，同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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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派並存是必須被正視的文學事實或現象，不同體類都有其形
構及功能的差異性，與之對應的就是各自「體要」所規範的不
同審美基準53；而各流派之所崇所替，也各有其理想中的文學
審美典範，例如格調派與公安派所崇替之文學審美典範，各有
不同。他們都是文學歷史事實中相對的二種聲色，各從其所善，
何軒輊之有？在萬紫千紅的文學世界中，「美」不可能只有一
種。文學就因為如此多元的差異性及與時推移的衍變性，也才
有所謂的「歷史」。面對多元而衍變的文學歷史，我們應該做的
是接近「完境」的理解及詮釋，而不是單一本質觀與價值觀先
行、預設的片面性評斷。 
依據上述對「文學史」的「完境」之生成、存在的結構歷
程所做之基本假定，我們所選擇的詮釋進路是：從「佈體」的
典律性文本開始，尊存各種不同文學體類的歷史他在性，而逆
溯地進行詮釋其發生、構成因素，美感特質、社會文化功能及
各自相對性的價值等議題。「中國古代文學史」在還沒有被文學
史作者進行詮釋、書寫之前，實以文本「佈體」的狀態呈現在
吾人「閱讀」的視域中，乃各種文學體類並存，亦即諸多總雜
的個殊文學事實或現象。而所有文學史的詮釋及書寫首先遭遇
的即是諸多「佈體」的文本；如果完全依靠文學史作者個人從
幾萬種各家專集，去選擇被寫入歷史的典律文本，非只不可能
的任務，即使勉強為之，也必如管窺蠡測。因此，文學史的建
構，假如能接近「完境」，必然是累積眾人之力而成於一人之手
的學術成果。依循上文的論述，其中以針對代表性「選本」所
做「典律史」的重構尤為重要。一種具有歷史宏觀視域的「選
                                                      
53 「體要」指實現某一文類之「體」——理想的美感形象，所宜遵循的創作要則。參
見顏崑陽，〈論「文體」與「文類」的涵義及其關係〉，同注 17。又參見顏崑陽，〈論
文心雕龍「辯證性」的文體觀念架構〉，《六朝文學觀念叢論》（台北：正中書局，
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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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必然讓各種體類並存，無所偏廢，而能以最具包容性的「選
文」基準及適當的「依體分類」編排，以呈現斷代或通代的「文
學歷史」現象；《文選》、《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元
文類》、《明文衡》等，大致如是。因此，文學史的建構不只以
概念性語言進行「綜合論述」一種型態而已。它至少有三種序
位而相應有三種型態，即第一序為「創作型」、第二序為「選本
型」、第三序為「綜合論述型」。54晚清以降，章節體的「文學
史」書寫乃是第三序的建構，必須以第一、二序的建構為基礎，
才有可能接近「完境」的詮釋。 
在這論述的基本定位上，我們以「典律性文本」為對象，
從「混融」為「體」的基本觀點去分析在「交涉」、「衍變」之
「用」後，所產生各種體類之形質因素「主從」與「顯隱」的
結構，從而詮釋其彼此有何差異的特質與對應的功用？又有何
不同的「審美」基準？而其「別用」、「分流」的過程及因果關
係如何？亦即在不同的社會文化情境中，體類如何隨用而分
化？又何以這些體類會在那個歷史時期出現而成為主流性的書
寫？文體與作家因此而如何形成分流？上述諸多問題的詮釋，
必然都要以「假說演繹」的法則，不斷「回應」前提所做的基
本假定——文學家與他的作品無可切分的都是「歷史性」
（historicality）之存在；而文學歷史乃是文學家「三重性存在
情境」的叠合、滲透，終而以特殊符號形式表現出來。因此其
「完境」乃是以諸種因素「混融」為「體」，而「交涉」、「衍變」
為「用」。」循此理論而實踐之，最終印證此一基本假定的確切
性，實非虛說。 
                                                      
54 顏崑陽，〈論「典範模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漣漪效用」與「鏈接效用」〉，同注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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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學術只有對前行的論述不斷反思，有所承繼也有所轉拓，
才能向前開展。所有的學者都是歷史性的存在，也都是社會性
的存在，從而沒有前不見古人、後不見來者，也沒有四顧無一
物的學術研究。「傳統」與「社群」是學術研究所無法拋擲的基
礎；而「傳統」與「社群」又是不斷在更變中，它是被選擇、
被調節、被詮釋、被創發的文化、社會有機體。我們都是這有
機體的一分子，「效果歷史意識」必須是學術研究的主體要素，
55才能自覺地面對傳統與社群，主動做出選擇、調節、詮釋與
創發。因此，一個具有效果歷史意識的學者都應覺知其所在的
歷史時期，覺知其特殊的詮釋學處境，覺知其前人所未見的問
題視域，覺知其適時生產的知識型態。 
就在這樣的覺知下，我們對前一個歷史時期的「抒情傳統」
論述以及諸多「中國文學史」書寫，進行反思、批判；從而提
出「完境文學史」的藍圖式構想。我們是以反思、批判來向前
行學者致敬，這意味著他們，尤其胡適、陳世驤、高友工等學
者，都能覺知其所在的歷史時期、特殊詮釋學處境、前人所未
見的問題視域，而適時地生產了一種屬於他們那個時代的知識
型態。這是知識分子生命存在意義的自我實現，因而值得尊敬，
也才值得反思、批判；否則，學術論述只是不經人耳的簷角風
聲罷了！ 
任何學者都有「識見」所不及的短處，這是個人學養問題；
然而，更讓我們關注的卻是，所有在某一歷史時期之詮釋學處
境中所開展的視域，皆有所見亦皆有所不見，這是學術研究無
                                                      
55 「效果歷史意識」及其在理解活動過程中的作用，參見加達默爾，《真理與方法》，
頁 394-401，同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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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超越的「歷史性限制」，非關客觀性的謬誤。我們的反思、批
判，焦點不在於針對個人「識見」短長的評斷，而是以某些個
人的論述做為範型，將他置入整個歷史時期的知識型態中，詮
釋其如何發生及知識特徵，並反思、批判其所見及相對之所不
見；進一步，再移位到我們自己當代的詮釋學處境，在效果歷
史意識的作用下，虛心叩問這一學術論題在我們的詮釋學處境
中，其承繼與轉拓如何可能？ 
細部的論見已在正文中表述甚明，其實不必另做綜合性或
歸納性的結語。我們只想再強調一次：「抒情傳統」的論述，從
蘊生到顯題，已綿延超過半個世紀。做為一個歷史時期，在特
定社會文化情境制約下的知識產物，當然有它相對性的價值意
義；而其詮釋視域的遮蔽卻也已彰彰顯露。如今，時過而境遷，
面對當代頗異乎昔日的社會文化情境，中國古代文學的詮釋及
歷史的建構，應該已受到各種跨越文學領域的知識所撞擊，而
開啟更為多元的視域。我們當代學者的最大任務，就是一方面
將陳世驤以降「中國文學抒情傳統」的論述，安放在其所當在
的歷史位置上；而另一方面則各自進行創發性的論述，給予「多
元視域」更為豐饒的內容，終而展現另一個適時生產的知識型
態。關聯此一論題者，那些受限於片面文學本質觀、套借西方
文學史理論、狹窄的文化或政治意識形態、貧乏的文學基礎知
識、確當性不足的方法學之種種「中國文學史」書寫，也應該
同樣將它們安放在其所當在的歷史位置上；而另一種「從混融、
交涉、衍變到別用、分流、佈體」之「完境文學史」的書寫，
其理論與實踐，正是在這一歷史時期中，我們可以共同參與建
設的學術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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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Blending, Interfering, and Derivation 
Toward Indifferentiation, Diversion, and 
Dispatch: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y of Lyrical 
Literature and the Literature History as an 
Integral Whole 
Kun-Yang Yen 
Abstract 
In the 1970s, Chen Shih-hsiang, the sinologist who traveled to 
the U.S., proposed his theory of “lyrical tradi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theory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how the 
Taiwanese and U.S. academic communities view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round the same 
time, in Mainland China, dogmatic Marxism became the 
ideological framework used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oth Chen’s “lyrical tradition” and the Marxist 
framework oversimplified the multi-faceted structure and complex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addition 
to critiquing these two positio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theoretical 
concept –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s an integral whole” - which 
opens a type of vista for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It is hoped that this 
concept will be able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more fruitfully. 
The foundational hypothesis informing this theoretical 
concept is that literary authors produce their texts in a threefold 
field of historical and social existence. The first fold concerns the 
field of existence determined by “territorial nationalit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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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fold refers to “social stratum”; and the third fold denotes 
the “literary community.” Moreover, these three fields of existence 
are delimited by space and time; that is, by “culture and tradition”. 
We call the first two folds “the field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xistence,” and the last fold “the field of literary existence.” Each 
fold is part of an integral situation that blends, interacts, and 
evolves through various conceptual and experiential, as well a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For a literary author, inevitably, 
this threefold field of existence not only overlaps and blends in a 
static structure, it further interacts and evolves in a dynamic 
process. In the final step, the author employs the symbolic form of 
the text to present an understandable and interpretable “field of 
literary existen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field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xistence” to that of “literary existence,” and in its 
presentation in the symbolic form of the text, the key factor is the 
“literary mi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s an integral 
whole” takes this theory as its basis. To put it into practice, one 
must give consideration to both literary authors and the threefold 
field of existence informing their production of texts. One must 
also effectively interpret the structure and process of how the fields 
ble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evolve, and further how they are 
separated, classified, and distributed. 
 Keywords: lyrical tradition, history of lyrical literatur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s an integral whole, historicality, sociality, 
field of existence. 
 
